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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文—旅”协同评价模型与应用
——以苏州金庭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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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文化记忆资源是乡村“文—旅”协同的链接点。基于文化记忆理论从文化信息层、

物质载体层与社会行为层解析其内涵和协同框架，构建“文—旅”空间协调度、文化记忆连续性

和旅游市场认同度的协同评价模型，以苏州金庭镇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时间格

局上，旅游景点与生活生产类空间关联性不断提升，与功能象征类空间依赖减弱，与社会表征

类和精神意识类空间关系有所降低但维持高度耦合水平。（2）空间格局上，与生活生产类空间

呈极核带状格局，与其余三类空间呈现一核多极格局。（3）旅游景点与生活生产类空间协同关

系从“文—旅”空间协调度、文化记忆连续性转向旅游市场认同度为主导，其余空间以“文—旅”

空间协调度为主导。（4）影响协同关系的机制包括记忆延续与文化交融、空间优化与旅游融合

和社会支持与政策保障等。研究结论可为乡村旅游地的文化振兴和文旅融合提供理论指导和

应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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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的战略指导下，旅游不仅关注历史、文化和传统等无形要素

的融入，更加注重“文—旅”协同和文化体验。一个地方的文化记忆不仅是典型文化的

重要载体，更代表地方文化的重要资源。文化旅游意味着游客及其消费文化的性质正在

迅速发生变化，关注焦点从有形遗产转向旅游与文化本身之间的关系。乡村文化不仅是

乡村旅游地的精神内核，也是获得身份认同的依据，如何振兴乡村文化、留住乡愁记

忆、重塑文化自信，对理解、推动和增强乡村“文—旅”协同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旅游地是乡村文化的载体和本体，也是乡村文化记忆赖以生存的根基。伴随着

旅游从服务经济向体验经济的转变，记忆则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1]。文化记忆理论认为

在文化范畴体现了文化的记忆功能，在记忆视角体现了记忆的文化功能，将文化与记忆

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2]，能否成为文化记忆的关键是审视存在于代际内的交往记忆经过一

段时间传承后，最终达到确定身份认同和促进文化连续性的目的。国外学者研究涉及旅

游者游后记忆、旅游体验与地方认同的关系[3,4]，将集体记忆作为文化实践达到延续社会

文化的目的[5-9]，特别针对“一战”和“二战”通过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描述了旅游创造

和永续战争记忆的过程[10-12]，文化记忆体验和认知可以提升旅游体验质量[13]、延长旅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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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14]、促进旅游媒介推广[15]。近年来，从移民或流亡人群等研究旅游与“家”的记忆关

系成为热点[16]。国内学者基于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探讨乡村遗产的“文化记忆—展示—

凝视”模型[17]、传统村落集体记忆[18]、城市自然的社会建构与城市记忆的互动机制[19]、集

体记忆重构机制[20]和地理想象视角下的骑楼文化记忆[21]。可见，已有成果证明了记忆、

旅游与身份的互构关系，明确了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有利于增强对场所的记忆、景点的

认可和游客的体验。但是，将文化记忆作为无形资源和链接点探讨乡村文旅融合的成果

较少，理解二者关系的核心并非关注乡村文化本体是什么，而是分析乡村文化记忆作为

资源的内涵是什么？“文—旅”协同表现在哪些方面？协同程度又如何？

记忆具有明显的时空属性，地方承担着储存和唤起个人与集体记忆的重要责任，也

承受着记忆的刻写与重构[22]。乡村地域内经过一段时期雕琢形成的乡村文化要储存于乡

村记忆系统中，这些记忆作为重要的资源载体是人地关系互动的结果。文化记忆不仅是

研究乡村旅游地文化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更是为旅游所用的无形资源。在乡村旅游

引导下，旅游景点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乡村文化记忆的资源化、可视化和可触性，是最

直接、最重要的乡村旅游载体。因此，在理论上探讨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内涵，构建

“文—旅”协同评价模型，结合苏州金庭镇探讨这类资源与旅游景点的协同发展规律及影

响机制，对了解旅游引导下的乡村建设、乡愁延续、记忆传承和文化振兴具有重要参考

价值。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理论框架构建

1.1.1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内涵

乡村文化传承需要一定载体，文化记忆则兼具文化存在形式和文化延续方式的双重

作用，更蕴含着一定的地方性意义。根据乡村文化记忆的概念[23]认为任何乡村文化记忆

刻画了乡村的历史兴衰和时代转折，作为一种无形遗产见证乡村的社会、经济、文化、

政治的更替与变迁，承载着历史文化、地方情感和人文关怀。因此，乡村文化记忆资源

就是承载乡村集体性记忆并能够反映其历史脉络、文化特质、精神气质的物质性与非物

质性的要素。在有形资源供应越来越有限且无形资源越显重要的前提下，将乡村文化记

忆资源进行旅游化的建构、升级和融合，赋予文化感染力、消费吸引力和乡愁想象力，

表现出具有权威性和唯一性的文化、历史和教育等价值特点。

该类资源内涵可从文化信息层、物质载体层和社会行为层进行解读。一是体现文化

记忆内容的信息层，是由口述、文字、图像、仪式等不同形式的记忆媒介承载着乡村生

活、生产的实践内容，属于无固定范围和形态的虚拟空间，也是记忆源头和文化价值所

在。二是承载具体活动物质场所的载体层，是地理上客观存在有形的、有限的、可感知

的物质空间，具有一定形态和范围且被行为主体直接接触和感知，属于实体空间。三是

反映主体活动社会意向的行为层，是行为主体通过挖掘、利用和传承乡村文化记忆所进

行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活动而建构的人本空间，承担着联系前两层的作用，权且只有

当过去记忆与当下需求彼此适应时，才能保持记忆的传承性。

1.1.2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文—旅”协同框架

扬·阿斯曼 [24]认为文化记忆的形式主要体现在文字、图像、身体实践和地点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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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其中，地点显示出不可移动的坚固性特点，为逝去的回忆提供了一个感性而牢固的

依靠，继而达到身份认同和文化连续性的目的。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旅游化直接表现为

与旅游景点的互构协同，即乡村旅游与记忆传承彼此协调，呈现出从有序到无序再到有

序的演化过程。

结合文化记忆理论可知乡村文化记忆的延续和再现是基于地点、事件、活动、历史

和社会价值观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表现出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与旅游景点的多层交互协

同。不同层次间呈现出实体空间、虚拟空间与人本空间的映射，要素运行是通过层与层

的作用和递进而发生的，最终达到彼此的支撑和积淀（图1）。首先，通过地方志和集体

记忆挖掘最具代表性的乡村文化记忆，构成文化信息层，这些内容与现实世界的物质载

体关联，利用“实体—虚拟”空间的耦合形成文化记忆空间，这类空间的存在发挥着塑

造和传承乡村文化记忆的作用。其次，旅游景点建设是乡村旅游活动开展的实体空间，

游客通过与旅游空间的接触而增强感知认同，利用“人本—实体”空间的耦合形成旅游

体验空间。基于三层交互作用形成的旅游体验空间和文化记忆空间是分析“文—旅”协

同的基础，彼此作用表现在物质实体层面的空间耦合关系，更体现在行为主体对这两类

空间的感知与认同的意义层面，通过现实与虚拟的情境融合、渗透而形成全新空间。这

一点可以理解为在行为主体活动中，不论是借助感官接触而产生对空间的真实性反应，

还是通过对文化信息认知而产生的意识性反应，仅当主体认知意义具有统一性时，二者

才能出现融合的情景，反之，对空间意义认知不一致，则彼此协同也难以达成。

1.1.3“文—旅”协同评价模型构建

目前，有关文旅融合评价的成果涉及从文化旅游和公众认知的视角分析文化旅游区

域协同的空间差异[25]；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文化演艺与旅游流的关系[26]、旅游产业

与文化产业[27,28]、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29]。上述成果以全国、区域和省域等尺度为主，通

过构建评价指标反映大尺度的文旅融合演变及影响因素。但是，针对乡村旅游地“文—

旅”协同关系的微观研究，上述指标体系和方法缺乏适应性。

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基于上述协同框架阐释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与旅游景点在不同层

图1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文—旅”协同框架

Fig. 1 "Culture-tourism" synergies framework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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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间的演替过程。景点建设可以借助和利用乡村文化记忆进行不同形式的资源转化，通

过乡村文化记忆唤醒历史并服务当下，不仅体现在物质实体空间的协同，更体现在文化

记忆信息与行为主体需求的协同，以及三者的交融过程。这些协同关系呈现复杂多变的

态势，寻求一个精确模型评估其协同具有一定难度。那么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一个

更加灵活的评估体系来分析“文—旅”协同过程。本文以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作为“文—

旅”协同的切入点，“文”主要以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为主，“旅”涉及旅游空间（景区/

点）和旅游市场等两个方面，构建“文—

旅”协同评估矩阵（图2），评估维度包括

文旅空间协调度 （S）、文化记忆连续性

（C）和旅游市场认同度（T）。文旅空间协

调度反映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与旅游空间在

实体层面的关联，反映彼此关联程度的大

小，该值越大说明在空间层面文旅更加相

互依托；文化记忆连续性反映形成于不同

时期乡村文化记忆的延续程度，是历史文

化价值的体现，该值越大说明文化记忆延

续性越好；旅游市场认同度反映游客通过

实地体验达到对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认可

程度，该值越大说明游客评价越高，越能体现地方文化的典型性。

三大维度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也不是任意二者的作用关系，而是反映三者相

互协调、优化与整合。结合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三维协同关系确定六种协同类型：第 1

类型S>C>T、第2类型S>T>C、第3类型C>S>T、第4类型C>T>S、第5类型T>S>C、第

6类型T>C>S。将空间协同类型与耦合水平结合确定“文—旅”协同策略，达到优度耦

合协调水平，文旅彼此获益，呈现互惠关系；达到高度耦合协调水平，文旅交替获益，

呈现优化关系；达到中度耦合协调水平，文旅协同虽是单方获益但对偏差维度进行培

育，呈现重塑关系；仅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文旅彼此分离，寻求转型发展和探索创

新，呈现开拓关系。

1.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苏州金庭镇因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保存和体现太湖流域乡村文化的典型性。该地拥

有多个“国字号”品牌，如国家级太湖风景名胜区 （1983 年）、太湖旅游度假区

（1992 年）、江苏省第二批历史文化名镇 （2001 年）、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明月湾、

2007年，东村、2014年）、中国传统村落（明月湾、2012年，东村、2013年，衙甪里、

东西蔡村、植里、2014年，后埠、堂里、2016年）（图3）。

研究数据包括乡村文化记忆资源及其承载空间、旅游景点、文化记忆连续性测算和

旅游市场调研数据。一是，乡村文化记忆资源数据。该数据源于对金庭镇地方志的梳

理，确定其所在位置和演变过程，其中，承载空间划分为生活生产类、功能象征类、社

会表征类和精神意识类等四类[30]进行解析，参考史料记载计算文化记忆连续性指标。

二是，作为旅游空间代表的旅游景区/景点数据。根据《西山镇志》 [31]和《太湖风景名胜

区总体规划（2010—2030年）》等规划，结合实地调研确定名称、位置、开放时间等。

图2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文—旅”协同评价模型

Fig. 2 The "culture-tourism" synergies evaluation model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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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旅游市场认同的评价数据。利用 2017年 9月 28日至 10月 3日、11月 6日至 11日

所开展的问卷调研，共发放游客问卷 500份，有效回收 439份（92.2%），样本结构信息

参考文献 [32]。四是，根据金庭镇面积选取 200 m × 200 m 单元构建格网，共计

2299个。为了消除量纲差异，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处理原始数据取值为0~1。

根据游客量划分旅游发展阶段，游客量数据来源包括上文提及的史志和规划外，其

余来自金庭镇政府年度工作报告。1978年旅游发展之初，游客量跌宕起伏，1993年之前

约在35万人次上下波动；随着1994年太湖大桥建成，提升了金庭镇可达性，游客量有所

提升，在 2005 年首次突破百万人次，到 2010 年接近 300 万人次，随后发展平稳，到

2016年超过400万人次。据此将旅游发展划分为探索发展期（1993年以前）、起步发展期

（1994—2005年）、快速发展期（2006—2010年）、平稳发展期（2011年以后）。

1.3 研究方法

1.3.1 相关系数评价

利用相关系数判断要素之间的整体相关性，既要关注不同发展阶段乡村文化记忆资

源与旅游空间的关联，也要关注资源本身在不同维度的相关性。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33]

如下：

rxy =
∑
i = 1

n

(xi - x̄)(yi - ȳ)

∑
i = 1

n

( )xi - x̄
2 ∑

i = 1

n

( )yi - ȳ
2

（1）

式中： rxy 是变量 x与 y的相关系数； x̄ 和 ȳ 分别是两个变量样本值的平均值，相关系数

取值范围是 [-1, 1]；i表示变量序号；n表示不同变量个数（个）。如果 rxy > 0 ，表示两个

变量正相关；如果 rxy < 0 ，表示两个变量负相关；其值的绝对值越接近1，表示两个变量

图3 研究区传统村落及旅游景点分布

Fig. 3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scenic spots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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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越强；绝对值越接近0，表示变量关系越不紧密。

1.3.2 耦合协调度评价

借鉴物理学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与旅游空间，以及三大维度

之间的协同关系。耦合协调度测度模型[34,35]如下：

Cj = ∏
i = 1

n

Xij

æ
è
ç

ö
ø
÷∑

i = 1

n

Xij

n

（2）

Tj =∑
i = 1

n

βi Xij （3）

Dj = Cj × Tj （4）

式中： C、T、D 分别表示不同发展阶段或评价对象的耦合度、协调度和耦合协调度； X

表示不同变量的测量值； β为待定系数。 β取值的设定考虑到将不同变量放在同等地位

去衡量，故在测度两个变量关系时分别取1/2，在测度三个变量的关系时分别取1/3。结

合研究将耦合协调度 D 划分为4个标准等级，分别是0~0.39为低度耦合协调，0.40~0.59

为中度耦合协调，0.60~0.79为高度耦合协调，0.80~1.00为优度耦合协调。

1.3.3 文化记忆连续性评价

为了探讨乡村文化记忆资源在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延续程度，构建判断文化记忆的连

续性指数（Cultural Memory Continuity Index，CMCI）。计算公式如下：

CMCIi = ∑
i = 1, j = 1

n, m

Fi, j ∑
j = 1

m

Tj ( )i = 1, 2, …, n ; j = 1, 2, …, m （5）

式中： CMCIi 表示评价对象 i 的文化记忆连续性指数； Fi, j 表示经历 j个发展节点后，第

i类资源保留的累计频数，存在计数为1，反之为0； Tj 表示乡村文化记忆资源发展的时

间节点，经历一个节点记数为1；n表示不同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数量（个）；m表示时间

节点总数（个），本文依据地方志记载的文化记忆形成与演进的历史时期作为时间节点。

该指数取值范围是0~1，值越大说明文化记忆连续性越好，传承效果越好，否则反之。

1.3.4 旅游市场认同度评价

该指标通过游客对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评价问卷获取，按照分类选取典型资源点，

通过李克特五点量表打分，取其平均值作为评价数据。以纪念性场地、标志性场地、文

化性路径、文学文本、节日仪式、身份符号和历史人物等为依据[30]，通过史料挖掘和实

地调研获取能够代表案例地文化记忆的典型资源要素，对这些资源评价通过游客问卷调

查获得。

1.3.5 空间格局分析

由于乡村文化记忆资源在物质载体上更多地依托某些乡村空间，为了反映评价结果

的空间特征，借助格网分析揭示不同指标的空间格局。利用权重分析的核密度估计，将

点对象的评价值进行空间表达。利用最邻近距离分析（NNI）判断点要素的分布格局是

集聚还是扩散，NNI=1表示样点格局随机分布，NNI<1表示聚集分布，NNI >1表示发散

分布。利用局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判断邻近空间的空间关联模式[33]，若该值显著为

正，表明二者具有正相关性；若该值显著为负，表明二者具有负相关性；若结果不显

著，表明二者无明显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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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分析

2.1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与旅游景点的时间格局

根据NNI指数判断二者的空间集聚性，金庭镇的生活生产类空间（0.758）和功能象

征类空间（0.703），二者均小于 1，呈现集聚分布；社会表征类（0.999）和精神意识类

（1.597） 接近或大于 1，呈现随机及分散分布。旅游景点从 1993 年以前的 1.598 降至

2011年以后的0.736，其数量不断增加，集聚态势越发明显。利用式（1）测算不同旅游

发展阶段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与旅游景点的总体相关性，利用双变量局部Moran's I判断空

间关联程度，根据式（2）~式（4）测算二者的文旅空间协调度，结果表明（图4）：

生活生产类空间与旅游景点从 1993年以前的-0.070增加到 2011年以后的 0.619，二

者相关性显著增强，局部Moran's I从-0.030增至0.541，说明依托乡村生活生产场所建设

旅游景点的密切程度增强。不同阶段文旅空间协调度呈现从中度水平提升至高度水平的

趋势，分别为0.536、0.658、0.643、0.643。这些显著提升是由于进入快速发展期后，在

政府主导下居民利用与生活生产相关的空间建设旅游景点，积极参与乡村旅游；2007年

开始着力保护现存文化古迹，迎来传统村落的发展契机，宗祠、民居和街巷得到修

缮；2011年以后明月湾、东西蔡村、后埠、东村、植里和堂里等村落已成为金庭乡村

旅游的重要支撑。

功能象征类空间与旅游景点从 1993年以前的 0.701降至 2011年以后的 0.370，局部

Moran's I从0.645降低至0.302，说明二者依赖关系逐步减弱，这与旅游景点建设的依托

注：横轴Ⅰ、Ⅱ、Ⅲ、Ⅳ分别表示1993年以前、1994—2005年、2006—2010年、2011年以后。

图4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与旅游景点的时间格局演变

Fig. 4 The evolution of time pattern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resources and scenic 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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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更加多元化有关。文旅空间协调度分别为0.694、0.672、0.571、0.583，由高度水平

降至中度水平，在1981年和1986年先后整修东侧和东南侧林屋洞、罗汉寺、石公山和西

南侧的禹王庙，表明早期乡村旅游以历史名胜修复为主，体现地方文化特色；起步发展

期仍以这类资源建设为重点，如1995年重建东侧的包山寺和古樟园，1997年在林屋山建

驾浮阁等。

社会表征类空间与旅游景点的相关性先降后升，分别为 0.515、0.445、0.472、

0.497，但始末期变化幅度较小，局部Moran's I也呈现同样趋势，由0.451降至0.321又升

至0.448，表明二者相关性和空间关联度均相对稳定。文旅空间协调度从0.741逐渐降至

0.623，始终保持在高度水平，社会表征类空间多依托生活生产类和功能象征类等空间，

从单一的梅花节扩大到碧螺春茶文化旅游节、枇杷节、杨梅节、包山寺观音庙会等节

庆，最大程度地体现和挖掘金庭镇的民俗、节日、信仰庆典等资源。

精神意识类空间与旅游景点的相关性也是先降后升，从0.353降至0.224后又增加到

0.445，二者逐渐形成互融关系，在局部Moran's I从0.255降至-0.035再升至0.317，在空

间上都呈现“U”型趋势，意味着体现地方精神的象征空间与旅游景点建设越发紧密。

文旅空间协调度从0.879降至0.738，说明二者在空间上处于高度水平之上，与旅游景点

的关系十分密切，表现着地方神话传说和精神象征意义。

2.2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分维度空间格局

（1）文旅空间协调度的空间分布

金庭镇旅游业从20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旅游景点与不同类型的文化记忆空间在当

下达到高度耦合水平之上（图5a）。生活生产类空间在南侧的明月湾和东西蔡村、东北侧

的后埠、北侧的东村和植里等传统村落形成集聚区；功能象征类空间围绕林屋洞、包山

寺、罗汉寺构成集聚区，在西侧禹王庙及周边形成次级集聚区；社会表征类空间和精神

意识类空间与功能象征类空间的分布特征具有相似性，分布于明月湾、石公山、林屋

洞、东西蔡村和消夏湾等，禹王庙和衙甪里等形成多处集聚区。可见，传统村落、寺庙

古迹和自然名胜等资源是金庭旅游景点建设的主要载体，体现了物质空间的高度协调。

（2）文化记忆连续性的空间分布

根据式（5）测算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连续性指数，并通过核密度进行空间分布估计

（图5b）。可以看出：生活生产类空间以传统村落为核心，文化记忆连续性较好的片区有

5处，即东村、植里、后埠、明月湾、秉场、镇夏和梅益等。功能象征类空间仅围绕林屋

洞及周边的包山寺、罗汉寺、古樟园等形成1处集聚区。社会表征类空间和精神意识类空

间在林屋洞、东西蔡村、镇夏、后埠及消夏湾等形成1处集聚区外，还在堂里、衙甪里、

禹王庙和石公山形成连续性较好的集聚区，但这些资源相对分散，规模较小。此外，缥

缈峰自古至今都体现了洞庭西山的文化记忆，但由于区位独立未能形成空间集聚效应。

（3）旅游市场认同度的空间分布

利用问卷调查获取旅游市场认同度的均值并利用核密度估计空间格局（图5c），可以

看出：生活生产类空间认同度较高的片区集中在明月湾、东西蔡村、东村、植里，对这

些村落的历史建筑进行保护性利用，作为旅游景点供游客观赏；位于东北侧的后埠尽管

旅游发展缓慢，但资源具有一定吸引力，如双井亭等。功能象征类空间是最早景点建设

的载体，林屋洞、包山寺、罗汉寺是认同高值区，而在西侧的禹王庙、墨佐君坛和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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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公山也得到一定的市场认可。社会表征类空间、精神意识类空间的市场认可度同样

与功能象征类空间具有高度相似性，与当下在林屋洞、石公山和禹王庙举办民俗或旅游

节庆有直接关系，已经成为乡村文化记忆传承和展示的重要空间载体。

（4）三维度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布

根据式（2）~式（4）计算三个维度的协同关系，结果表明（图5d）：

生活生产类空间的三维耦合协调度为 0~0.902，其中，优度水平占 102 个格网

图5 不同维度及三维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

Fig. 5 Spatial pattern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three-dimension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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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高度水平占 236个格网（10.27%），中度水平占 730个格网（31.75%）；优度、

高度耦合协调区集聚于明月湾、东西蔡村、后埠、东村和植里等村落，旅游景点建设较

好地融合和体现了生活、生产类资源；中度耦合协调区涉及面广，形成东、西带状空

间，特别是西线包括涵村、堂里、衙甪里等传统村落。功能象征类空间的三维耦合协调

度为0~0.835，中度水平以上分别占20个格网（0.87%）、174个格网（7.57%）、480个格

网（20.88%）；仅有林屋洞、罗汉寺、包山寺等达到优度耦合协调，属于金庭镇信仰祭祀

资源典型代表；其余达到高度协调水平的空间分别集中于东南侧石公山、西侧禹王庙和

墨佐君坛等地。社会表征类空间的三维耦合协调度为0~0.920，中度水平以上各占网格数

为 64个（2.78%）、273个（11.87%）、406个（17.66%）；林屋洞及周边包山寺、罗汉寺

等达到优度耦合协调，通过旅游节庆的举办，充分展示和延续着文化记忆，影响力较

大；其余在石公山和禹王庙等空间达到高度耦合协调，以展示非物质民俗文化为主，但

市场认同度低于前者。精神意识类空间的三维耦合协调度为0~0.912，中度水平以上各占

59个格网（2.57%）、265个格网（11.53%）、412个格网（17.92%）；这类空间集聚与功能

象征类、社会表征类相似，呈现相对稳定的多极核特点，涉及衙甪里、禹王庙、消夏

湾、明月湾、石公山、堂里、林屋洞、缥缈峰等空间。

2.3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文—旅”协同关系及影响机制

（1）“文—旅”协同关系

结合前文所提的六种空间协同类型与四种耦合水平类型，利用ArcGIS中“值提取至

点工具”将上述评价结果赋予旅游景点，利用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与旅游景点的散点关系

图解析“文—旅”协同关系，结果表明（图6）：

与生活生产类空间的协同关系类型数量依次为20、1、12、8、3、9，其中，文旅空

间协调度、文化记忆连续性、旅游市场认同度等占主导的景点数为21、20、12，在数量

上以旅游市场认同度主导的略少，其余二者表现相对均衡。S>C>T型有14处达到中度水

平，分布在涵村、堂里和衙甪里等村落，而横山群岛、缥缈峰、石公山及部分寺庙为低

度水平；C>S>T型有11处达到中高度水平，分布在植里古村、消夏湾以及林屋洞、古樟

园等周边村落，而在东村有1处生肖石为低度水平；C>T>S型在东西蔡村、后埠等村落

景点形成8处优度水平；以旅游市场认同度为主导在明月湾村的瞻瑞堂、码头、石板棋

盘街和东村的敬修堂、徐家祠堂、栖贤巷门等景点达到优度水平。可见，三种主导类型

在耦合水平上存在一定差异，明月湾和东村的资源由于旅游发展能够被游客直接感知，

以旅游市场认同度为主导且耦合协调水平高，而其他村落资源以文旅空间协调和文化连

续性为主导，市场认同度相对滞后。

与功能象征类空间的协同关系类型数量分别为17、10、1、4、3、1，共计36处（由

于部分景点并未依托此类资源建设，在图6中未有标注，下同）。这类资源以文旅空间协

调度占主导达27处，其余协同类型较少，其中以文旅空间协同度为主导的类型在金庭镇

西南侧衙甪里村有2处达高度水平，在堂里、东西蔡村、古樟园等周边区域利用寺庙及

遗址遗迹有 12处景点达到中度水平，另有 13处景点为低度水平；以C>T>S型为主的罗

汉寺、包山寺及林屋洞集中形成5处高度耦合协调景点；在禹王庙和石公山形成以旅游

市场认同度占主导的高度耦合协调景点。因此，这类资源建设在空间上形成了二者的紧

密联系，与寺庙、名胜深度融合，但对村落资源挖掘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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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表征类空间的协同关系类型数量分别为24、6、2、3、0、1，以文旅空间协调

度主导的类型占30处。围绕堂里、衙甪里、东西蔡村、禹王庙、明建码头、古樟园等资

源建设旅游景点，形成S>C>T型，其中有9处景点达高度水平、2处景点达中度水平。在

涵村、缥缈峰、明月湾、大如意圣境等景点有13处为低度水平。S>T>C型中甪角咀、爱

日堂、芥舟园、春熙堂、甪庵遗址等有6处景点达中度水平以上。C>T>S型中在罗汉寺、

包山寺、梅园3处景点由于每年举办不同旅游节庆成为展示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且市场认

同及评价较高，达到优度水平。可见，此类资源应是乡村文化记忆的主要传承媒介，通

过节庆传播文化获取的市场赞誉，但仍有很多反映民俗风情的非物质资源待挖掘。

与精神意识类空间的协同关系类型数量依次为17、10、1、4、3、1，以文旅空间协

调度为主导，占27处。这类资源充分体现了地方精神象征，多以非物质资源的载体展示

为主，依托堂里、衙甪里、东西蔡村、古樟园等建设 14处景点达到中高度水平，在S>

C>T型中有13处景点为低度水平，分布于涵村、缥缈峰、明月湾、大如意圣境等地。在

C>S>T型中依然是罗汉寺、包山寺和梅园3处景点在反映地方精神特质方面达到优度水

平，另有林屋洞及周边的太湖西山民间收藏博物馆等景点达到高度水平。以旅游市场认

图6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与旅游景点的耦合协调—空间协同类型散点图

Fig. 6 The scatter diagram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and spatial collaborative pattern between scenic

spots and rural cultural memory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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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主导的类型中，禹王庙、明建码头、石公山及甪角咀等景点达到中高度水平。因

此，作为地方精神象征的非物质资源通过文旅空间协同建设，这些景点需凸显文化精神

并融入实体空间才能充分展示。

（2）“文—旅”协同机制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与旅游景点是构成“文—旅”协同的两个基本子系统（图7）。在

乡村旅游地范围内，作为基础条件的乡村文化记忆信息、支撑条件的文旅空间载体和保

障条件的旅游市场行为等三维动态互动关系进行相互作用。两个子系统的协同受到乡村

文化记忆资源的数量、规模和文化连续，旅游市场吸引大小和认同，物质空间载体的数

量、规模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同因素和维度之间的关系呈现阶段性的演化特征，最终

体现出不同维度之间的相关性、空间耦合和协同程度的变化。这一协同过程受到记忆延

续与文化交融、空间优化与旅游融合、社会支持与政策保障等机制驱动，以此促进二者

协同发展。

一是记忆延续与文化交融机制。由于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旅游流及城乡人口流动，

伴随着一系列的文化交融。记忆的延续、乡愁的重温、文化的融合可以通过乡村的宗祠

营造、家院建设、民风展示等物质与非物质的传承，达到彼此的交互建构，促进文化的

创新发展。利用文化记忆与当下环境的融合重塑了地方认同，这不仅表现在注重本土风

俗习惯的延续，还应合理利用和融入外来文化要素。二是空间优化与旅游融合机制。利

用文学文本、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等记忆媒介对其进行传播与扩散，根据游客和居民的

情感诉求及认同，在当下的社会框架有选择性地强化文化记忆承载空间与旅游景点的优

化组合。旅游融合作用不仅表现在乡村旅游的外来资本投资和新业态的涉入，推进旅游

与文化的产业互动，还应注重游客文化体验与地方文化展示的耦合，以此达到传播、挖

掘和保护乡村文化的目的。三是社会支持与政策保障机制。在城镇化与信息化背景下，

不同相关利益参与者的需求变迁，对乡村文化记忆的传承与利用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直接影响着文化记忆的生存环境和适应方式，社会支持对其传承、

遗忘和创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服务与满足居民、游客、企业及

图7 “文—旅”协同的驱动机制

Fig. 7 The dynamic mechanisms of "culture-tourism" syner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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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等多元主体利益，形成保障旅游发展、文化保护及居民生计等协同发展的政策

制度，以此支撑乡村文化记忆要素的正常运行。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1）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作为“文—旅”协同的结合点，从文化信息层、物质载体层

与社会行为层的跨层次交互作用，诠释“文—旅”协同中不同层次的作用关系。构建文

旅空间协调度、文化记忆连续性和旅游市场认同度的“文—旅”协同评估模型。

（2）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与旅游景点的时空格局呈现以下特征：① 在文旅空间协调度

上，与生活生产类空间的依赖性不断提升，达到高度水平；与功能象征类空间依赖性减

弱，降至中度水平；与社会表征类空间和精神意识类空间都保持着高度协调水平。在文

化记忆连续性上，生活生产类空间围绕传统村落形成集聚区，功能象征类、社会表征类

和精神意识类等空间以林屋洞、包山寺、罗汉寺、古樟园等形成集聚区。在旅游市场认

同度上，已开发的传统村落是生活生产类空间认可度较高的片区，其他三类空间围绕林

屋洞形成集聚核心。②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文旅协同表现出生活生产类空间形成极核带状

格局，中、高度水平以上占近一半；其余三类空间表现出一核多极格局，中、高度水平

以上各占近三分之一。

（3）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与旅游景点的“文—旅”协同关系中，与生活生产类空间呈

现出由文旅空间协调度和文化记忆连续性为主导，逐步转向旅游市场认同度为主导，说

明旅游市场主体的参与体验对文化记忆传承具有积极作用；与功能象征类、社会表征类

及精神意识类空间均以文旅空间协调度为主导，表现出与寺庙、名胜古迹、旅游节庆的

深度融合，但与村落空间融合欠佳，未能展示民间习俗和精神象征。这些协同关系的良

性运作受到记忆延续与文化交融、空间优化与旅游融合、社会支持与政策保障等机制影

响，表明乡村旅游发展应强化二者的扩散和渗透，注重物质与非物质的融合，提升彼此

的协同效应。

3.2 讨论

根据评价结论为金庭镇“文—旅”协同发展提出对策建议，对于活化文化记忆、促

进旅游发展、重塑文化自信、助推文化振兴，提升“文—旅”协同具有重要意义。建议

如下：一是，生活生产类空间涉及不同时期的村落、民居、街巷、宗祠等，还有文学文

本、诗词碑刻中对生活生产、名仕名人的记载等。这类资源的空间相对固定，形态、结

构和功能的作用或变或不变，应依托传统村落的保护式传承进行原址保护或必要修复，

丰富文化要素的展示和复现。二是，功能象征类空间包括禹王庙、包山寺、罗汉寺、林

屋洞、石公山、古樟园等，还有秦仪墓、高斯道墓碑、明建码头等。这类资源以现有载

体为基础，注重传统延续，通过旅游解说、朝拜仪式、影像记载等方式传承文化记忆。

三是，社会表征类空间以记载的历史事件、人物、故事、民俗、节庆和氏族等为主。为

了让金庭乡村生活传统、生产智慧、民风民俗等得以延续，重新唤醒适应当下的记忆，

利用乡村旅游引擎，依托前两类空间将记忆活化。四是，精神意识类空间是身份认同和

精神象征的重要组成，与其产生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有关，但映射实体空间或有所延续或

已消失，这类空间与前三类空间息息相关，需要通过加载于具体空间、节庆活动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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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者等使其活化。

此外，还有值得商榷之处：由于乡村旅游地数据相对缺失，影响测算指标选取和

“文—旅”协同评估结果的精准性。在空间格局上，由于缺乏行政村界线、乡村文化记忆

空间和旅游空间的具体范围，可在高精度遥感影像或地形图的基础上，评估研究可精细

化落实到用地，与乡村国土空间规划进行衔接。在协同关系演化和作用机制上，有待通

过调研深度挖掘和甄别主导因素，分析作用大小、路径和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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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ulture-tourism" synergies
assessment model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resources:

A case study of Jinting town in Suzhou

LYU Long1, HUANG Zhen-fang2, LI Dong-ye2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and Biologic Inform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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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Rural cultural memory resources are the key point of "culture- tourism"

synergies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Based on cultural memory theory, we define the

concepts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resources, and construct a "culture- tourism" synergies

evaluation model. The "culture-tourism" synergies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resources involve

the comprehensive coordination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layer, material carrier layer and social

behavior layer, so as to construct a three- dimensional evaluation model of "culture- tourism"

coordination, cultural memory continuity and tourism market recognition. Taking Jinting town

in Suzhou as a typical example, this study evaluates its "culture- tourism" synergies and

discusses its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study area, the dependen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cenic spots and the spaces of life and product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enhanced, the dependence on the functional symbol spaces has been weakened,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ocial representation spaces and the spiritual consciousness spaces has

been reduced, but the level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has been maintained. (2) The "culture-

tourism" synergies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resources show that half of the area of life and

production spaces reaches a medium and high level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presenting a pole-

core & zonal pattern. With the other three types of space, one third of them has reached the

level of medium and high coupling coordination, showing a pattern of one core and multiple

poles. (3) The synergies between the rural cultural memory resources and scenic spots are as

follows: the living and production space is dominated by "culture- tourism" spatial

coordination, cultural memory continuity, and gradually turns to tourism market recognition as

the dominant form, and other types of space are always dominated by "culture-tourism" spatial

coordination. These synergies are influenced by the multiple driving mechanisms as memory

continuity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spatial optimization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and social

support and policy guarantee.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application

model for the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ulture- tourism" integration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Keywords: rural cultural memory resources;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culture-tourism" syner-

gies assessment model; Jinting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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